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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团队互动认知视角，以“网络特征−认知−行为”为模型框架，探讨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

队社会网络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制。着眼研究对象特点，选择互动强度和亲密关系作为社会网络的

子维度，并选取能够反映团队互动认知过程的任务知识协调作为中介变量。研究表明，任务知识协调

在大学生团队社会网络(互动强度和亲密关系)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团队目标

承诺差异正向调节互动强度与任务知识协调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亲密关系与任务知识协调之间的关

系。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基于团队互动认知视角揭示了团队认知在社会网络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并完善了社会网络对任务知识协调作用的边界条件研究，丰富了团队目标承诺差异作为调节变量的实

证研究，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提高团队创造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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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逐渐成为高

校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为社会创新创业发展带

来较强的推动效应。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相比

其他类型团队，在运行模式、团队结构和关系方

面有着独特之处。首先，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

一般由成员自发建立、自行组织和自我运转，受

外部控制和干扰程度较低，团队成员之间通过相

互作用形成复杂动态的网络系统。其次，大学生

创新创业型团队在结构上具有互动密集、互补分

工的特点，团队在创造活动过程中涉及技术创

新、创意和营销等细分过程，因此，团队需要在

频繁的任务交流中构建良好的互动网络。最后，

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在日常联系和情感交流

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亲密的关系网络对团

队创造力会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可知，大学生创

新创业型团队比起其他类型团队更适宜从社会

网络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在已有研究中，学者

主要关注社会网络这一系统要素层面对团队创

造力的影响[1]，忽略了沟通协调等现象化的团队

互动认知过程。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学者们指出

团队创造力的大小通常取决于成员对涌现的重

要认知贡献的相互推进与持续加工[2]，比起行为

和情境等因素，团队认知能更好地解释团队互

动过程中的差异[3]。因此，为了准确评估社会网

络的作用，本文从团队互动认知(Interactive Team 
Cognition, ITC)视角来进一步探讨社会网络对团

队创造力作用路径。 
    根据 ITC 理论[4]，反映团队互动认知的事件

可以作为团队过程变量很好地解释不同团队创

造力的表现差异，任务知识协调恰好是反映大学

生创新创业型团队成员互动认知的核心事件。大

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在面临大量知识涌入时，经

常难以判断哪些知识是与任务目标更加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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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谁应该去掌握某些特定的任务目标相关知

识，因此，团队成员需要通过显性的协调互动交

流形式，即任务知识协调，来促进知识在团队成

员之间的流动与整合。此外，由于新生代青年大

学生拥有丰富的课外活动以及更高水平的个体

思想[5]，当团队任务与其他活动发生冲突时，团

队个体很容易动摇自己实现团队任务目标的决

心，从而影响团队整体的目标承诺。因此，本文

引入团队目标承诺差异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在

团队社会网络对任务知识协调的影响中的边界

作用。 
    二、研究理论与假设 
    (一) 团队互动认知理论 
    团队互动认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团队成员

之间的互动就是团队认知，团队认知归因于团队

在面临不确定的环境挑战时进行的动态的交互

过程。区别于传统的共享认知视角，ITC 理论认

为，团队认知通常表现于动态的显性交流形式，

而非通过静态的团队知识结构进行隐式协调。因

此，ITC 理论更适宜于研究在复杂任务背景下，

成员分工专业且相互依赖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型

团队。 
    (二) 团队社会网络与团队创造力 
    社会网络是由个体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

定的系统，是传递信息、物质、情感和观念的重

要纽带[6]。根据网络结构理论，网络系统需要按

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

动形成有序结构[7]。团队创造力涌现的前提是网

络系统内各要素和主体之间充分联结互动，且网

络关系的强度会影响网络内部信息与资源质量

的高低与流动方式的差异。根据大学生创新创业

型团队在结构上互动密集且分工明确，在关系上

情感交换频繁且相互信任的特性，本文选择更契

合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的互动强度和亲密关

系作为自变量。 
    团队创造力(Team Creativity, TC)是指团队成

员共同形成有关任务的新颖且有用的想法的能

力[8]。团队社会网络内保持一定的频率的互动行

为和情感关系，有利于团队创造力的唤醒和发

展。从结构维度上讲，互动强度指网络节点中

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交流、合作和学习的紧

密程度[9]。当大学生团队面对复杂的任务背景和

要求时，一定的互动强度可以激发彼此思考和整

合所接触的不同观点和看法，从而促成新颖的想

法[10]，同时互动强度也有利于促进团队网络内知

识、信息等资源的流动，帮助经验少的成员尽快

适应复杂的网络系统。此外，也有学者从组织层

面提出团队之间联系越紧密、交流越频繁，越有

可能获得更多知识资源从而促进团队的创新表

现[11−14]。从关系维度上讲，亲密关系指的是个体

发自内心的信任，体现了个体的社会情感互动和

对他人动机的积极认知[15]。从信息获取的角度来

看，具有亲密关系的团队更容易打破知识流动的

壁垒[16−17]，充满信任的团队氛围可以让团队成员

敢于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想法，从而使得团队

尽可能获取更多有价值的资源信息[18]；从信息传

递的角度来看，亲密关系有利于减轻团队成员的

思维和行为约束，降低因猜忌产生的时间成本损

耗，从而实现知识信息的高效传递和团队创造力

的提升。此外，相关研究也表明，亲密关系通过

影响信息桥梁的强弱，从而对组织表现产生很大

的影响[19]。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a：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社会网络互

动强度与团队创造力正相关。 
    假设 1b：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社会网络亲

密关系与团队创造力正相关。 
    (三) 任务知识协调的中介作用 
    任务知识协调指的是团队关于“任务如何分

工以及如何关联子任务和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共

同心智表征的能力，属于团队创造的认知加工行

为[20]。根据团队互动认知理论，团队认知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任务情境中网络成员的交互协调，

而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所面临的复杂任务

环境里，源自任务判断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21]，

因此，需要团队成员持续地进行任务导向的互动

沟通，一方面确保成员对任务判断保持一致认

知，另一方面帮助团队迅速有效关联认知资源与

工作任务，从而促进任务知识协调[22]。除了保持

一定互动强度外，亲密关系也是达成任务知识

加工、协调和整合的必要前提[23]。亲密网络关

系中的团队成员会减少机会行为的发生，积极

配合团队的任务知识协调；同时亲密关系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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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个体构建新的认知图式[10]和加深对任务表征

的理解[24]。相关研究也证明，团队成员具有亲密关

系有利于协调行为的顺利展开[25]。因此，我们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 2a：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社会网络互

动强度与任务知识协调正相关。 
    假设 2b：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社会网络亲

密关系与任务知识协调正相关。 
    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会根据不同任务板

块定向分工，但是各任务板块之间并不是完全

独立的，成员之间彼此知悉和关联各自的专长

技能和任务内容，有利于促进知识的有效流动

与交换[22]，也有利于辨别团队所缺乏的技能人

才和谁在急需技能上具有足够的实力和潜能，

进而最大化地发挥成员的专长和实现团队知识

的价值，从而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升。相关研

究也表明，团队成员之间协调互动所产生的协

同效应是团队创造力的重要获取途径[26]。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任务知识协调与团队创造力正相关。 
    随着团队网络互动强度和亲密关系程度的

增加，网络节点间的连线数量会增加，线条会变

粗，相应带来信息传递渠道的增加和内容质量的

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可

能会遇到两个难题：信息过载和认知差异，因此，

团队成员需要对任务及相关知识进行协调配合

和达成一致认知。通过任务知识协调，大学生团

队可以一方面迅速定位与任务相关的信息来避

免信息过载，另一方面可以在熟知彼此任务和专

长关联的基础上重新评估自己和他人的想法来

减少认知差异，进而提高团队信息和想法的利用

效率，从而提升团队创造力。因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4：任务知识协调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型

团队社会网络与团队创造力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四) 团队目标承诺差异的调节作用 
    团队目标承诺差异衡量的是团队成员下定

决心达到目标，以及愿意支配资源实现团队任务

目标倾向的一致性程度[27]。团队目标承诺差异

大，表明团队解决潜在观点分歧或者困难任务目

标的决心和意愿不一致，这个过程可能会产生个

体认知失调和信念差异等负面影响[28]。一方面，

个体持有摇摆的态度引致信息歪曲，使得其他成

员无法有效理解和加工失真信息；另一方面，会

阻碍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信心，表现为降低团

队沟通的可靠性和透明性[29]。因此，当团队处于

高目标承诺差异情境中时，团队在交互过程中会

面临较大阻力，成员通过互动强度来促进任务知

识协调的效果可能不佳。团队目标承诺差异小，

成员更容易对任务的重要性和意义产生一致认

知，当团队面临挑战时，团队会在满足多方利益

基础的前提下寻求最优解决方案，如会对是否需

要调配资源、调配什么资源等迅速达成一致。同

时，团队成员不容易产生潜在的冲突，更有利于

发挥亲密关系等积极情感基调的促进作用。因

此，当团队处于低目标承诺差异情境中时，由

于潜在冲突减少和关系配合度高，会进一步促

进团队成员亲密关系对任务知识协调的正面影

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a：团队目标承诺差异负向调节大学生

创新创业型团队社会网络互动强度与任务知识

协调之间的关系。 
    假设 5b：团队目标承诺差异负向调节大学生

创新创业型团队社会网络亲密关系与任务知识

协调之间的关系。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图 1 展示了

基于互动认知视角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社

会网络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关系模型。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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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据分析 
    (一) 数据收集 
    本研究同时采用纸质版和电子版问卷进行

数据收集，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广州市内几所重

点高校的创新创业大学生竞赛型团队，最终共收

集 439 份问卷数据(内含 89 份团队数据)，剔除无

效问卷后获得 378 份有效问卷(内含 83 份团队数

据)。各个团队参与的成员数量在 3～8 人。在研

究对象当中，64%是女性，65%拥有学士或更高

的学位，68%的成员在此之前都至少有过一次参

赛经验。 
    (二) 研究工具 
    互动强度指的是网络节点中不同创新主体

之间相互交流、合作和学习的紧密程度[9]。本研

究采用赵娟[30]提出的四题项量表，在不改变原意

的基础上，添加或替换了一些大学生适用的场

景，例如，将“会议室”替换成大学生更常去的

“教室”，得到的其中一个题项是“团队成员经

常在教室、食堂、走廊等场合交谈”。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6。 
    亲密关系指的是团队成员之间发自内心的

信任[15]，本研究采用 Chen 等的 5 点量表对亲密

关系进行测量[31]，包括 4 个题项，例如，“我们

互相信任对方”。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845。 
    任务知识协调指的是团队成员关于任务分工、

关联和协调的认知能力，本文采用 Kanawattanachai
和 Yoo 的 5 点量表进行测量[32]，包括 4 个题项，

例如，“我们团队的成员对完成任务时应该如何

协调相应的知识技能有着清晰的理解”。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8。 
    为了从团队层面衡量团队的目标承诺差

异，本研究采用 Hollenbeck 的单维度的目标承

诺量表[33]，并取各团队的目标承诺值标准差作为

团队目标承诺差异值，包括 5 个题项，例如，“我

强烈致力于实现团队的目标”。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4。 
    团队创造力涉及目标情境中任务过程及结

果的实用性、新颖性和重要性程度[8]，本文根据团

队创造力的三特性采用 Shin 和 Zhou 的测量量表，

包括 3 个题项，例如“我们团队总是能提出很好

的想法”和“我们团队提出的新想法总是很有用”

等[34]。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7。 
    此外，本研究还加入了控制变量团队水平，

包括团队寿命和团队规模等。研究表明，团队寿

命会影响团队效率，团队规模也会影响团队的创

造绩效[35]。 
    (三) 结构效度和聚合问题 
    为了验证能否将个体层面变量聚合成团队

层面变量，本文选取 Rwg值进行验证。结果表明，

互动强度、亲密关系、任务知识协调和团队创造

力的 Rwg 均值分为别 0.89、0.87、0.86 和 0.89。
进一步计算其组内相关系数，最终得到 ICC(1)值
分别为 0.34、0.30、0.29、0.41，其 F 检验值全都

小于 0.01。ICC(2)值分别为 0.77、0.74、0.73、0.82，
所有变量的取值均大于临界值 0.7[36]。以上分析

结果表明，该研究数据的整体信度较高，适合进

行团队层面的聚合分析。对所有题项进行分析，

发现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都大于 0.7。此外，

互动强度、亲密关系、任务知识协调、团队目标

承诺差异和团队创造力 5 个因子其所对应的 AVE
值分别为 0.694、0.745、0.768、0.826 和 0.824，
均大于 0.5；CR 值分别为 0.872、0.921、0.943、
0.950 和 0.949，均大于 0.7，意味着本次分析数

据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从表 1 的参数指标来看，

五因子模型相比四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二因 
 

表 1  变量区分效度 

模型类型 所含因子 卡方 χ2 自由度

df χ2/df 
近似误差

均方根 
RMSEA 

残差 
均方根 
RMR 

比较 
拟合指数 

CFI 

非规范 
拟合指数

NNFI 
五因子模型 II、RC、TKC、GC、TC 970.677 160 6.067 0.116 0.019 0.911 0.894 

四因子模型 II、RC、TKC+GC、TC 1 626.338 164 9.917 0.154 0.026 0.839 0.814 

三因子模型 II+RC、TKC+GC、TC 1 858.246 167 11.127 0.164 0.028 0.814 0.789 

二因子模型 II+RC+TKC+GC、TC 1 953.516 169 11.559 0.168 0.028 0.804 0.78 

单因子模型 II+RC+TKC+GC+TC 2 211.683 170 13.01 0.179 0.179 0.776 0.749 

注：样本数为 378，II 为互动强度，RC 为亲密关系，TKC 为任务知识协调，GC 为目标承诺，TC 为团队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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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其拟合效果最优，且基本

达到了合理标准，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

效度。 
    四、实证研究 
 (一) 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

为了减少多重共线性，在创建所有交互项之前，

都针对预测变量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描述性统

计及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二)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 HLM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当自变量为互动强度时，互动强度与团

队创造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M3，
β=0.938，p＜0.01)，H1a 得到验证；互动强度与

任务知识协调也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M1，
β=1.029，p＜0.01)，H2a 得到验证。当自变量为

亲密关系时，亲密关系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具有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4，β=0.784，p＜0.01)，H1b

得到验证；亲密关系与任务知识协调也呈现显

著正相关关系(M2，β=0.872，p＜0.01)，H2b 得

到验证。 
    为进一步检验任务知识协调的中介效应，单

独把任务知识协调作为预测变量，结果表明任务

知识协调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显著(M5，β= 
0.864，p＜0.01)，H3 得到验证。将互动强度和亲

密关系加入等式与任务知识协调同时作为预测

变量后，它们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

(M6，β=0.737，p＜0.01；M7，β=0.805，p＜0.01)。
从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可知，当自变量为互动强

度时，任务知识协调的中介效应值为 0.759，p＜
0.01(总效应 0.938 减去直接效应 0.179)，当自变

量为亲密关系时，任务知识协调的中介效应值为

0.702，p＜0.01(总效应 0.784 减去直接效应

0.082)，这说明任务知识协调在大学生社会网络

(互动强度和亲密关系)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存在显

著的部分中介作用，H4 得到部分验证。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1. 团队规模 2.369 1.153        

2. 团队寿命 2.973 1.018 −0.062       

3. 互动强度 3.702 0.584 −0.258** 0.213** (0.806)     

4. 亲密关系 3.606 0.593 −0.008 0.238** 0.752** (0.845)    

5. 任务知识协调 3.618 0.616 −0.250** 0.216** 0.861** 0.787** (0.858)   

6. 团队目标承诺差异 3.583 1.467 0.155** 0.019 −0.373** −0.205** −0.383** (0.894)  

7. 团队创造力 3.588 0.657 −0.135** 0.203** 0.818** 0.771** 0.861** −0.178** (0.867)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个体数据经团队聚合后的团队样本数量 N=80。 
 

表 3  HLM 检验结果：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常数项/变量 
任务知识协调 团队创造力  

M1 M2 M3 M4 M5 M6 M7 

常数项 3.674** 3.860** 0.084 0.883** 0.381** 0.189* 0.323** 

团队寿命 −0.024 −0.022 −0.008 −0.005 0.018 0.01 0.013 

团队规模 −0.027 −0.109** 0.015 −0.060** 0.034** 0.035** 0.028** 

互动强度 1.029**  0.938**   0.179**  

亲密关系  0.872**  0.784**   0.082** 

任务知识协调     0.864** 0.737** 0.805** 

R2 0.746 0.654 0.733 0.624 0.889 0.9 0.896 

调整 R2 0.744 0.651 0.731 0.621 0.888 0.899 0.895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个体数据经团队聚合后的团队样本数量 N=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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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团队目标承诺差异的调节效应 
    由表 4 可知，当自变量为互动强度时，互动

强度对任务知识协调会产生显著影响关系(M1，
β=1.029，p＜0.01)。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

入了团队目标承诺差异后，增加了 16.8%的解释

力；目标承诺差异会显著正向调节互动强度与任

务知识协调之间的关系(M3，β=0.042，p＜0.01)，
H5a 未得到验证。当自变量为亲密关系时，亲密

关系对任务知识协调产生显著影响 (M4 ，

β=0.872，p＜0.01)，模型 5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加

入了团队目标承诺差异后，增加了 25.9%的解释

力；亲密关系和目标承诺差异的交互项显著(M6，
β=−0.036，p＜0.01)，即团队目标承诺差异与亲

密关系对任务知识协调的线性交互效应显著，

H5b 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观察目标承诺差异的作用效果，

本文绘制了目标承诺差异分别在增加和减少一

个标准差的情况下，互动强度和任务知识协调的

关系图(见图 2)。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当团队目标

承诺差异水平较高时，互动强度与任务知识协调

的线性关系正向显著(β=0.928，t=37.75，p＜0.01)，
亲密关系与任务知识协调的线性关系也正向显

著(β=0.735，t=35.802，p＜0.01)；当团队目标承

诺差异水平较低时，互动强度与任务知识协调的

线性作用系数减少(β=0.803，t=37.75，p＜0.01)，
亲密关系与任务知识协调的线性作用系数增加

(β=0.84，t=29.682，p＜0.01)，这说明团队目标承

诺差异越大，越有利于促进互动强度对任务知识

协调的积极作用；团队目标承诺差异越小，越有

利于促进亲密关系对任务知识协调的积极影响。 
 

表 4  HLM 检验结果：调节效应 

常数项/变量 
任务知识协调 

M1 M2 M3 M4 M5 M6 

常数项 3.674** 3.567** 3.592** 3.860** 3.718** 3.711** 

团队寿命 −0.024 −0.004 −0.006 −0.022 −0.006 −0.005 

团队规模 −0.027 −0.007 −0.011 −0.109** −0.070** −0.070** 

互动强度 1.029** 0.871** 0.865**    

亲密关系    0.872** 0.770** 0.788** 

团队目标承诺差异  −0.194** −0.192**  −0.233** −0.236** 

互动强度*团队目标承诺差异   0.042**    

亲密关系*团队目标承诺差异      −0.036** 

R2 0.746 0.914 0.917 0.654 0.913 0.915 

调整 R2 0.744 0.913 0.916 0.651 0.912 0.914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个体数据经团队聚合后的团队样本数量 N=80。 
 

 
图 2  团队目标承诺差异与互动强度/亲密关系对任务知识协调的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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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大学生创新创业型团队社会网络互动强度

和亲密关系分别对团队创造力和任务知识协调

均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任务知识协调作为

反映团队互动认知过程的主要事件也对团队创

造力有显著影响，且任务知识协调在大学生社会

网络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作

用。本研究还发现，团队目标承诺差异正向调节

互动强度与任务知识协调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

亲密关系与任务知识协调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

假设 H5a 未得到验证。团队目标承诺在互动强度

和亲密关系维度上产生不同的作用结果，原因可

能在于： 
    (1) 团队承诺差异越大，表明团队内存在目

标承诺值极高或极低的成员，通常目标承诺值高

的个体会表现出较强的积极性，而目标承诺值较

低的个体倾向于隐藏自己而非表现出明显的消

极性。因此目标承诺较低的成员可能会在目标

承诺值极高成员的带领下，掩饰自己对目标并

不是特别坚定的一面，在良性的团队压力中积

极与团队沟通协调，从而对任务知识协调产生正

向影响。 
    (2) 团队目标承诺差异越小，表明团队内成

员的目标承诺值相近，团队成员对达成目标的坚

定程度，对团队的信任与奉献程度，对成员间习

惯、观点或行为的理解程度都更加一致。因此，

团队更容易因为成员关系的亲近和情感的信任，

而产生主动分享的良好团队氛围或默契的配合

活动，从而促进团队任务知识协调的发展。 
    (二) 管理启示 
    第一，加强大学生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频率

与质量，如多进行以任务目标为导向的互动沟

通，并从成员的反馈和参与程度等维度来考察互

动质量。第二，构建大学生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

关系，如培养自己的团队文化，帮助团队成员展

示自己的弱点、做错的事情和技能上的不足。第

三，引导大学生团队成员对任务知识的认知与协

调，为团队成员之间的专业知识协调提供支持，

如帮助团队组成学习社区、加强团队的认知培

训，从而帮助团队进行更好的认知评估与诊断。

第四，管理团队成员的目标承诺值。当团队目标

承诺差异大时，可以由目标承诺值较高的成员来

带动团队整体的互动沟通和协调行为；当团队目

标承诺差异小时，可以从情感维度激发成员的配

合与默契，从而有利于任务知识协调的展开。但

团队管理者仍然应该采取措施以提高每位团队

成员的目标承诺值，如设置团队荣誉激励，让团

队成员感觉自身归属的团队是所有同类型团队

中最好的，或者提出团队协议，帮助团队成员对

共同目标达成一致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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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network on team creativity—An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team cognition 

 
CAO Zhoutao, TANG Jiamin 

 
(School of Busines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team cogni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eams on team creativity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cognition, and behavior” model. 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object, we selected interaction intensity and intimacy as the sub-dimensions of the social network. We 
selected task knowledge coordination that can reflect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eam interaction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ask knowledge coordination partially mediates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networks (interaction intensity and intimacy) and team creativity. The difference in team goal 
commitmen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action intensity and task knowledge 
coordination and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imacy and task knowledge coordination. 
The implications lie in that it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team cognition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ocial 
networks, improves the study on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social networks for task knowledge coordination, 
and enrich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 of team goal commitment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I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eams to improve team creativity.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interaction intensity; intimacy; task knowledge coordination; team creativity 

[编辑：何彩章] 
 


